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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环评否决制之法理思考

金自宁

摘　要：我国环评法明确规定了建设项目环评否决制，近年来却出现一些质疑，亟需澄清。对我国环评

否决相关立法规范要求的解释分析，显示其并未割裂环保与其他考虑因素，反而是特定社会条件下确保 “综

合决策”所必需；体现生态阈限要求的环评否决具有保障环保 “红线”落实的功能，赋予环评否决效力也比

可能的替代方案更有利于保障环评真正融入开发决策，因而我国当前不宜削弱环评否决制。为此，应当进一

步明确环评否决的适用情形，并有必要坚持环评前置、对环评的行政监督等相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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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我国环评法的规定，环评 “指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
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进行跟踪监测”（第２条）。据此，我国环评包括了规划环评和 （建设）项目环
评，本文正文只讨论项目环评不涉及规划环评。

②　此条在２０１４年被修订为 “未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不得开工建设”。

③　此条在２０１７年修订中有进一步的细化要求。

一、问题的提出

生态环境一旦遭到污染和破坏，往往难以修复，有些损失甚至无法挽回，如物种灭绝或不可再
生资源耗竭。基于此认知，在进行对生态环境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开发活动之前，先对环境影响进
行调查、预测和评价，此即环境影响评价 （以下简称环评）①。

１９７９年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试行）》首次在我国法律层面确立建设项目环评
审批制度，即 “在进行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中，必须提出对环境影响的报告书，经环境保护部门
和其他有关部门审查批准后才能进行设计” （第６条）。１９８９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以下简称 《环保法》）正式颁行，再次确认了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制度，并规定 “环境影响报告书经
批准后，计划部门方可批准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第１３条）②。１９９８年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
（以下简称 《环保条例》）规定：“建设项目的初步设计，应当按照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编制
环境保护篇章，并依据经批准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者环境影响报告表，在环境保护篇章中
落实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第１７条③）这些规定的实质，
是要求建设项目开发许可以环评通过环保机关的行政审批为前提条件，同时，经审批的环评文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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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开发活动具有约束力。

２００２年颁布２００３年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以下简称环评法）明确规定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法律规定的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该项目审批
部门不得批准其建设，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第２５条）①。这也被称为环评 “否决制”，即环评
对于项目开发活动具有 “一票否决”的效果。这一赋予环评实质性法律效果的立法安排，作为 “最
直接体现了预防原则”的环保利器，在很长时间里都是环保行政执法的重点②，甚至引起外国研究
者的羡慕③。
然而，近年来，我国大众媒体上出现取消环评 “一票否决”的声音④，引发环保人士的忧虑。

主张取消环评否决制的主要理由是：“如果赋予环保部门一票否决权，等于是把环境保护凌驾于人
的生存与经济发展、正义与效率及人权与产权等所有其他目标之上，固然是遂了某些环保人士的
愿，但这忽略了政府公共治理多目标性与复杂性。”附带理由还包括：环评否决赋予环保部门重大
权力，会带来寻租腐败问题⑤。
大众媒体上此类声音背后，也有一些专家学者的支持，如台湾学者叶俊荣曾指出，无论最早将

环评确立为一项法律制度的美国，还是一向被当作大陆法系典范的德国，均无环评审批否决制；主
张应像美德一样，将环评并入与项目许可相关的其他考虑，由项目许可机关综合权衡决策，理由
是：“任何开发计划皆不可能只涉及环境因素，一个负责任的完整决策过程，毋宁是决策者必须权
衡所有相关因素，全盘考虑后作出决策并担起政治责任…… （环评一票否决）加深了环境因素与非
环境因素的冲突与对抗……”［１］（Ｐ６８－７９）。这种议论在大陆学者中亦颇有影响⑥。
推敲起来，取消环评否决制的主张包含了不同的具体论点，并使用了很不相同的论据。可大致

归为三类。第一种论据主要是指出环评否决制与代表性的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第二种论据是环评否
决制下一票否决作为一种权力，有被滥用的可能。第三类论据，可称为 “割裂”说，指环评否决制
割裂了环保与其他值得考虑的因素，不利于政府在多元目标和价值之间保持平衡。
第一种论据，严格说来，并不构成一种论证，因为此处提供的只是一个事实，即中国环评否决

制与美德均不同。这最多可以起到一种类似警示信号的作用，提醒研究者注意，这里也许有值得研
究的现象。但这个现象本身，作为一种事实，并不必然指向任何特定的主张：一方面，如果我们不
是不假思索地将西方国家当成应当参照的标准甚或应当模仿的典范，则完全可以追问，美国和德国
如此，我们就一定要如此么？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是不假思索地将中国特有等同于中国 “特长”，
也可以追问：中国一定要与美国、德国不一样吗？不同只是不同而已，它到底意味着更好还是更坏
或者———也许概率更大地———不好不坏，必须结合所欲追求的目标和为达成目标而可利用资源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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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如后所述，此条在２０１６年有修订。

２００５年引发媒体广泛关注的“环保风暴”中，环保机关所适用的即是与此条款对应的罚则。有关介绍，参见汪劲：
《环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３４页。

如桑原勇进在论及中国的环评否决效果时，称“为确保可持续发展，中国法的构造比较妥当”。桑原勇进：《中日环境
影响评价法比较研究》，《政治与法律》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参见陈斌：《环评一票否决应当保留吗》，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ｆｚｍ．ｃｏ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１８５９４，访问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０日。

至于该文将项目环评制度与规划环评制度对比，主张规划环评无环评一票否决则项目环评也可如此类推的论证是
不能成立的，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反过来类推：连项目环评都有一票否决，规划环评影响不是也应该有吗？事实上，环境法学
界一直存在应授权环保机关审查规划环评文件的主张，如：汪劲：《中外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３４８页。

如阮丽娟、吴天意：《论环境影响评价审查结论的法律效力》，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４期。另
唐明良虽支持环评否决权装置“不可或缺”，但也顾虑“环评否决权装置会带来行政程序割裂”。唐明良：《环评行政程序的法
理与技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６８页，第７１页。



临的局限条件来具体考量。换言之，欲答该问，必须探讨环评否决制的实质理由，而穷究该由可
知，真正重要的，是实质性理由本身是否成立，而不是或异或同的标签。
第二种论据，则涉及有很多经验证据支持的真实担忧，即一切权力都有被滥用的倾向。但是，

支持此论点的此一般论据，同样可以用来说明此论点的似是而非之处：既然一切权力都可能被滥
用，则用 “可能被滥用”作为理由来主张取消行政权力就意味着极端的无政府主义立场。如果我们
和绝大多数论者一样，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则此处真正需要澄清的问题仍是，环评否决权是否有
必要：如无必要，则取消它，伴随它的权力滥用风险自然随之消失；如有必要，则需处理伴随它的
权力滥用风险。———事实上，控制行政权力的滥用风险被公认为行政法的核心功能之一①。
第三种论据，即 “割裂”说，其理由是实质性的，值得认真讨论。事实上，我国环保法学及实

务界长期以来都认为，综合决策，即在决策过程中对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统筹兼顾、综合平
衡，是值得追求的目标②。我国环境法教材书上所总结的 “协调发展原则”，正是试图同时兼顾，
使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２］（Ｐ９６）。其在实证法上的依据是我国１９８９年环保法第４条的规
定：“国家制定的环境保护规划必须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
济、技术政策和措施，使环境保护工作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此条在２０１４年被修订为：
“保护环境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国家采取有利于节约和循环利用资源、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使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可以看出，新法仍然强
调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协调，虽然强调的重点和顺序有所变化［３］（Ｐ７５）。就此而言，若环
评 “一票否决”就意味着放弃这种 “兼顾”和 “平衡”，则不仅难说合理，还有违法之嫌。
有鉴于此，本文以下虽然在具体论述中会提及中国与美国、德国的不同以及相关权力滥用的可

能性，但主要关注上述第三种论据，即 “割裂说”。

二、我国环评否决制下的综合决策

我国现行法下，环评对于建设项目的否决效能通过环评审批程序来实现，是否通过环评审批直
接决定了开发项目能否合法继续。在这个意义上，环评审批程序和建设用地许可程序③一样，可视
作为整体的项目许可程序的一个组成部分。以此看来，上述 “割裂说”，可能有两种不同的含义，
一是，我国现行环评否决制下，环评审批机关即环保机关，割裂了环保价值与其他考虑，表现为环
保机关作为环评审批机关只考虑环保而无需考虑其他问题 （特指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二是我国
现行环评否决制下，项目许可机关即各级政府或政府的发展部门，割裂了环保价值与其他考虑，表
现为许可机关在作出项目许可决定时只需考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不考虑环保价值。下面分述之。

（一）环评审批只关乎环保吗？
以否决制为特色的我国项目环评立法的整体定位，从一开始就源自对建设项目可能涉及的多元

利益的确认与权衡。与环评立法在世界范围内的肇始者美国不同，我国项目环评立法从根本上说并
非旨在控制国家公权力机构的决策行为，而首先是旨在控制建设单位的项目开发活动。项目环评审
批这一立法安排反映了对可能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企业之不信任，从性质上说是行政机关用

—３１—

金自宁：我国环评否决制之法理思考

①

②

③

“控权”论者甚至认为，整个行政法体系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控制行政权力滥用的风险。

如王曦：《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载《经济界》２００３年第５期。蔡守秋、莫神星：《我
国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探讨》，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０４年第２期；吕忠梅：《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法律思考》，载《甘肃社
会科学》２００６年第６期。

在建设项目条例修改之前，水土保持方案和环评以及建设用地一样是项目许可的前置程序。



审批方式对利用自然资源、影响生态环境之企业活动的事前干预。这种不信任和事前干预的合理性
源于大量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确是企业活动的直接后果；而逐利是企业的本性，若非环评法的强
制要求，原本并无额外花费时间金钱进行环评的动机；甚至在环评法有明确要求的情况下，企业进
行环评也并非为控制降低自身经济活动的不利环境影响，而是为了通过项目审批获得开发许可。
更进一步，由企业出钱委托环评单位编制的环评文件，长期以来也一直难获信任：因为企业

“用钱说话”，若是受托单位不去迎合委托企业就很难招徕生意，在环评市场上难以生存。这种现实
也使得对环评单位和环评专家为迎合金主而牺牲其专业性的怀疑无法彻底消除①。也就是说，这种
对企业的不信任，也延伸到了企业所委托的、从事环评服务的环评专业机构及其专业人员。就此而
言，理论上，若是环评领域存在系统的专业技术规范以及严密的行业自律机制，应可提高环评作为
专业活动的公信力。但这一点在我国长期以来还并非现实。如在２００９年，环保部抽查的７５家环评
机构中，有３０家出现了质量和管理问题，比例高达四成；并且４０名环评专职人员被点名批评；在

２０１２年，环保部抽查的５０１家环评机构中也有８８家因质量和管理问题被处罚，４９名从业人员受通
报批评②。这也是支持对建设单位委托环评机构所准备的环评文件进行行政干预的现实理由。
就程序设计而言，一般认为，制度化的公众参与向利益相关者提供了表达机会，使得多元价值

和利益可以彼此沟通和互相协调，并由此能够增进行政行为的正当性③。而我国现行环评法上所规
定的环评程序，在环评文件制作和环评审批两个阶段均有公众参与的规定：在环评报告书编制期
间，建设单位应在 “通过举行论证会、听证会，或者采取其他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
意见”；并且，建设单位应当在报批环评报告书时，“附具对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采纳或者
不采纳的说明”（环评法第２１条）；在环评审批阶段，审批机关应当公告受理环评文件的信息，对
公众意见较大的建设项目，并可以 “采取调查公众意见、咨询专家意见、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
等形式”再次公开征求公众意见 （环评公参暂行办法第１３条）④。就实践中引发广泛关注的典型案
例来看，受到项目建设影响的附近居民具有参与环评的强烈动机，并且在事实上会采取各种方式积
极表达自己的权利主张和利益诉求，以期促使行政机关在决策时对其意见予以慎重考虑⑤。
如果我们深入我国环评的具体内容及环评审批的具体标准，还可发现，虽然环境保护是环评制

度的关注焦点，但是我国现行相关立法并不排斥———相反已容纳了———多元价值和利益的权衡。就
环评文件的具体内容而言，如果仔细推敲我国立法相关规定，可以发现其部分地确认了以环评审批
对象即环评文件编制工作中事实与价值交织、科学与政策混杂的特征，如环评法对于 “建设项目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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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为了避免环评单位因“拿人手短，吃人嘴短”而过分受制于委托企业，早期有不少研究者建议由政府出面选择环评单
位。参见熊慧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委托程序问题》，载《中国环境管理》１９９４年第２期；罗宏、柴发合、周琳：《我国环境影
响评价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载《环境与开发》２０００年第１期。这对当前制度冲击较大。一个更加温和而易行的对策是：

对可能有重大环境影响的项目，可以要求企业用招标方式选择环评单位，环评费用由企业事先交由招投标平台，环评文件完
成后支付给环评单位。

环保部办公厅：《关于２００９年度环境影响评价机构抽查情况的通报》环办［２０１０］９０号。环保部办公厅：《关于环境
影响评价机构专项执法检查发现存在问题的评价机构处理意见的通报》环办［２０１２］１５２号。

王锡锌：《公众参与和行政过程》，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４０－４１页。对此定位的反思，可参见金自宁：《参
与型行政：美国理论与中国实践》，载《新政治经济学评论》２０１２年第２０卷。

此条在２０１８年新版办法被修订为：“在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受理环境影响报告书后和作出审批决定前的信息公开期
间，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依照规定的方式、途径和期限，提出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的意见和建议，举报相关
违法行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收到的举报，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必要时，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通过适当方式
向公众反馈意见采纳情况。”（第２４条）

如系列ＰＸ事件等，但我国当前的环评公参相关规定仍有明显不足。参见金自宁：《风险决定的理性探求———ＰＸ事
件的启示》，载《当代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境影响报告书”内容的列举 （第１７条），就不止包括了 “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分析、预
测和评估”，也包括了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措施及其技术、经济论证”和 “建设项目对环境影响的
经济损益分析”等内容。与环评文件具体内容的混杂特性相应，我国环评审批的具体标准也存在事
实与价值交织、科学与政策混杂的情况。体现在相关规定中，可能通过直接明示规定超越单纯科学
事实的价值考虑，也可能通过运用不确定概念而间接引入价值权衡。例如，２０１７年环保条例第１１
条规定的环评文件 “不予批准”五种情形，包括了：“基础资料数据明显不实，内容存在重大缺陷、
遗漏，或者环境影响评价结论不明确、不合理”（第五项），这是明确授权行政机关进行评价裁量；
即使第四项涉及污染物排放不达标这种明显以技术标准为依据的情形列举，也因为使用了 “无法确
保”、“必要”等灵活概念而留下了允许引入政策考虑和价值判断的行政裁量空间。
综上，我国的环评审批，无论整体制度定位还是程序设计，均并非单就环保言环保，同时也考

虑了企业逐利动机、环评机构的可靠性、受影响的居民权益等相关因素；而且无论审批内容还是审
批标准均留下了将环保与环保措施的经济代价等其他相关因素综合考虑的空间和余地。可以说，假
定环评审批只关乎环保的 “割裂说”，是无视我国实证法规范要求的表面印象，包含了过度简化的
错误理解。

（二）项目许可忽略了环保吗
项目许可机关是否忽略了环保的问题，应当分两个层次来讨论。第一层次的问题是，现行制度

下项目许可机关是否在事实上倾向于忽略环保？第二层次的问题是，现行环评否决制是否造成了项
目许可机关忽略环保？相关议论者却经常有意无意地混淆二者：他们意图主张后者，实际上谈论的
却是前者。清晰地区分二者即可澄清其中谬误。
中国多年实际经验表明，项目许可机关的确倾向于忽略环境保护，但这并非环评否决制造成

的。———恰恰相反，环评 “一票否决”的安排，原本就反映了对项目许可机关以及以项目许可机关
为代表的地方政府倾向于 “以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的忧虑，是对项目许可机关以及地方政府倾向
于轻视和忽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的一种矫正。这种忧虑和矫正的必要性也有大量实际经验和相关研
究的支持。
早在环评法颁行之前，１９８９年环保法即已经明确环评审批是项目许可的前置程序①，这在司法

实践中被解释为项目许可机关有义务考虑建设单位完成环评审批的情况：如果建设单位未提交其通
过环评审批的文件，则给予项目开发许可是违法的②。２００２年环评法进一步将环评否决制的法定要
求明确为：当未通过环评审批 （包括未办理环评审批和环评审批结论为不通过）时，建设项目即被
否决，项目许可机关不应给予项目开发许可；当环评审批结论为通过时，项目许可机关方可综合环
评及其他考虑决定是否给予项目开发许可。为满足此法定要求，项目许可机关在进行项目许可与否
的审查决定时，必须将前置的环评审批相关情况纳入考虑。
概括而言，我国２００２年环评法所确立的环评否决制，一方面在程序上将环评审批前置于项目

许可，使通过环评成为项目许可前提条件；另一方面通过在实质上授权环评审批机关对建设项目的
否决权力，切实保障了环评对项目开发与否具有决定性影响，特别是确保了环评对项目开发决策的
实质性影响不会因项目许可机关忽略环保的意向而转移。在这两层意义上，我国２００２年环评法所
明确的环评否决制并未 “割裂”环保与其他考虑，恰恰是发挥了保障环评能够被 “融入”后续项目
许可决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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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计划部门方可批准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第１３条）。

可参见《沈希贤等１８２人诉北京市规划委员会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２００４年第

３期。



项目许可机关就事务分工来说，更关注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是环保，更容易受地方政府 “重发展
轻环保”立场的影响①；这可部分地解释我国环评文件的行政审查由环保机关而不是像环评法母国
美国那样由项目许可机关来实施②。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环评审批否决权的立法设计，可视为行政
系统内的一种分权制衡机制：环评审批的否决效力使环保机关分享、同时也制约了原本由项目许可
机关享有的项目开发决策权。
当然，认识到项目许可机关及地方政府倾向于忽略环保正是我国环评否决制试图应对的现实问

题，并非否认其面临的实际障碍和压力：由于环保行政机关本身隶属于政府，人财物均受制于当地
政府，独立抵制地方政府 “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的倾向的确是环保机关 “难以承受之
重”［４］（Ｐ１０４）。但是，在此同样不能倒因为果地将这些现实障碍归为是由环评否决制造成的———这些
障碍不过是环评否决制设计未能获得充分落实的现实原因；如果坚持环评否决制，就有必要克服这
些障碍。如我国２０１４年修订的新环保法在坚持环评否决制 （第１９条）的同时，规定 （第２６条）
了国家实行环保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明确应将环保绩效纳入地方政府及其负责人的考核内
容③；近年来，我国更提出 “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④，期望此改革可以
在相当程度上避开 （省以下）地方政府经济绩效至上之动机给地方环保执法所带来的压力。

三、我国环评否决制之一般理据及运作实效

（一）检视环保与发展的关系
如果着眼于更一般的法理，还可发现，上述 “割裂说”不仅误解了我国环评审批否决制在现行

法下的规范要求，而且对环保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解也失于粗疏。的确，就一般理念而
言，环保价值不应凌驾于其他多种价值和目标。虽然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只有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才
能生存，因此，环境保护是人类的根本利益之一；但经济社会发展也是人类的重要利益［５］（Ｐ４３）。
然而，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和冲突也是客观存在的，如雾霾等重污染天气下的限产停产

等。而且，这种冲突和矛盾有时直接关涉人作为个体、群体直至整个物种的健康和生死存亡：在那
些著名的公害事件中，千万人因随经济社会活动而来的环境污染而死去；在人类演化史上，也有像
格陵兰岛上的维京人、中美的玛雅人或太平洋上的复活节岛人这样曾经盛极一时却因资源耗竭最终
走向灭亡的事例⑤。此即生态学上 “负载定额律”。
我国环评制度近年来的发展动向，很明显地反映出了对 “生态阈限”的意识。２０１６年，环保

部发布的 《“十三五”环境影响评价改革实施方案》（环环评 ［２０１６］９５号）提出了所谓的 “三线
一单”，即 “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负面清单”；之后环保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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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如人民网：《王曦委员：地方政府ＧＤＰ优先思想导致环评法形同虚设》，ｈｔｔｐ：／／ｌｉａｎｇｈｕｉ．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２０１２ｃｐｐｃｃ／

ＧＢ／２３９４３０／１７３０７１６３．ｈｔｍｌ；王曦：《论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对完善我国环境法制的启示》，载《现代法学》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事实上，出于类似的考虑，在美国虽然并不存在中国式对环评的行政审批及否决制，但其拟议行动的联邦机关所作
环评也需接受环保部门的行政复审（ｒｅｖｉｅｗ）和监督。康文尚：《试析美国环境影响评估制度的行政监督》，《中研院法学期刊》

第１１期（２０１２年９月）。

但仍欠缺可操作的具体规范，实践中环保与“保增长”及“维稳”的矛盾仍很突出。参见王灿发：《新〈环境保护法〉实
施情况评估报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８５－１８６页。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
见》中办发【２０１６】６３号。

具体请参见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崩溃》，黄昱宁、包慧怡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４页。



文①再次确认了 “三线一单”的约束，明确其目的即在于确保发展不超越阈限、不突破 “底线”和
“天花板”。事实上，早在２０１４年环保法修订时，第一条有关立法目的的表述引入 “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概念时，即暗含了对环境承载力 “阈限”的承认，因为 “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正是
源于人们认识到之前不虑及环境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可持续发展”概念本
身，就不仅仅引入了 “代际公平”，也意味着对环境承载力有限的确认②。
生态阈限的存在，意味着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彼此权衡妥协并非是无限的，而是存在着

不应超越的界线：远离这一界线的地方，在可接受范围内可能存在各种折衷调和方案；但在逼近阈
限的地方，也即可能会导致环境灾难的情形，是容不得让步的。由此，环评的 “一票否决”，在建
设项目的环境影响已经逼近 “生态阈限”的情形下适用，就是合理且必要的。
这就意味着，应当进一步明确我国环评否决的适用条件，区分两种情形：一种是拟议开发活动

对环境的不利影响逼近生态阈限的情形，需要动用环评否决权；另一种是，拟议开发活动对环境的
不利影响在可以接受权衡的范围之内，则无需动用环评否决权。在这样的理解下，也可以看出，我
国一些研究者提出的重大开发项目停用环评否决的主张③是不妥的。因为比起一般的建设项目，重
大开发项目更有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重大影响，因而更有可能逼近甚至突破生态阈限，即更有可能
出现应当启动环评否决权的情形。

（二）促进环保之实效
一项立法设计，无论其理据如何，若在现实中并无实效，那么废止它也很可能不失为一项务实

的选择。因此，在探讨环评否决制的设立理据之后，仍需考察其实际运作情况。依据我国环评法的
规定，项目环评 “一票否决”的法效仅在两种情形下发生：一是建设项目未经环评审批，二是建设
项目已进入环评审批程序且审批结果为不予批准。前者即环评报批的情况，可通过观察环评审批的
执行率得知；后者即环评审批结论的情况，体现于环评审批否决率。以下分别考察二者。
就环评法规定的建设项目环评报批情况来看，根据我国环保部门公布的数据④，我国项目环评

实际执行率自环评法颁行以来上升很快，执行率从２００２年的９８．３％，到２００３年的９８．９％，再到

２００４年的９９．３％，之后连年保持在９９％以上⑤。这就意味着，因为建设单位 “未经环评审批”而
依法应当启用环评 “一票否决”的项目占比，多年均不到全部建设项目的１％。
从已进入环评审批的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结果来看，我国环评审批通过率居高不下。据笔者统

计［６］，在中央，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环保部审批结果可归为 “通过”的项目文件数量占其全部公示审
批总量的比率在９０％以上，审批结果可归入 “未予批准”的占比不到１０％；而在地方，如广州市
环保局在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环评审批结果公告显示的通过率更是超过了９９％，审批结果可归入 “未
予批准”（含不批准和暂缓）的不到１％。
初看起来，这些数字似乎表明环评审批的一票否决规定并无实际作用：未经环评审批和环评审

批不通过，两种情形在我国建设项目开发活动中占比均是极小的。绝大多数建设项目办理并且通过
了环评审批，并未启动环评 “一票否决”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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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环评［２０１６］１５０号）。

参见交告尚史等：《日本环境法概论》，田林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３５页。

如唐明良：《环评行政程序的法理与技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７１页；田亦尧：《建设项目环评否决权
的制度本源与改革路径》，《现代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中国环境年鉴》（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有研究者指出，这一数字包含了大量“先上车后买票”的“补办环评”情形。据汪劲教授的一次调查，补办环评手续的
比例大约占到全部环评的５０％。汪劲：《环境法治的中国路径》，中国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２页。２０１４年环保法和

２０１５年环评法先后删除了“补办环评”相关规定。



但是，仔细推敲上述数据，则可有不同理解：由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决定了应办理环评手续的建
设项目总数巨大且不断上升，在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１２年，环保部审批的建设项目总量就从２３万件上升至接
近４３万件①；即使是被否决的项目占比在中央不过１０％，在地方甚至不到１％，其绝对数量仍相当
多。而且，虽然无完整统计数字，但这些被否决的项目所涉及金额是相当可观的。如仅在２００５年环
评风暴中被叫停的第一批３０个项目，就涉及达亿的投资额②。更不用说，在这些可进入统计的数字之
外，应该有相当多的建设项目因为明显达不到环评审批条件而被开发商主动放弃。概括言之，不应从
上述数字简单推论我国环评否制并无实效，———归根结底，如上文所解释的，环评否决本应在开发建
设活动逼近生态阈限时才启动，而这种情形相比一般的开发活动中原本就是较为少见的。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就环评审批具体实践而言，因为环评法明确要求环评文件中应包括 “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措施及其技术、经济论证”（第１７条），环评单位编制的环评文件，结论也往往是
在采取种种环保措施后，排放能达到相关标准，对环境的 “影响较小”、“不会造成显著影响”或对
环境的负面影响可以得到 “有效控制和减缓”；相应地，环评审批时，环保机关通常是 “同意”或
“原则同意”环评文件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以及 “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就此而
言，只要建设项目完成了环评审批程序，即使审批结论是 “通过”而不是 “否决”时，环评审批也
仍然 （以一种更为精细的方式）发挥了促使建设单位将环保纳入考虑的实际效果。
当然，事先审批并不能取代事中和事后监管。长期以来，我国环评审批项目的事中、事后监管

相当薄弱，导致许多项目只是在 “程序”上通过了环评审批，在后续实际运行中却并未达到经批准
的环评文件所明确规定的环保要求。例如，２００７年年初，原国家环保总局在对１００多个市县的上
百个工业园区、５００多家企业的现场检查中发现，有４０％的建设项目缺乏后续监管，环评报告书提
出的环保对策和措施难以得到落实③。还有研究者曾分析２００３至２００６年间上海市分五批公布的环
境违法企业名单，发现公布的违法事项中，事中事后问题 （违反建设项目环境管理规定和不正常运
营环境保护设施）占比超过了６０％［７］（Ｐ１９）。针对这一问题，我国近年来环评制度改革的重点之一就
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④。然而，就本文的关注而言，重要的是要明确，这些都是我国有必要在环评
领域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的证据，而并不是弱化甚至取消环评否决的理由。

四、我国环评否决制的发展动向

我国环评制度从一开始就在不断变迁之中。如果说过去的调适决定了我国当前环评否决制的实
际样貌，那么当前正在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变革，则决定了我国环评否决制的未来走向。

（一）环评前置之松动
中国的行政审批改革在起步时即定位于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审批”，“少抓事前的

行政审批，多抓事后的监督检查，切实加强监督和落实”⑤。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国务院发布文件⑥，提出
精简前置审批事项，仅对重特大项目仍保留环评前置审批；对确需保留在项目开工前完成的审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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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１２年《中国环境年鉴》。

搜狐网：《２００５中国大考之环保风暴》，网址：ｈｔｔｐ：／／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ｏｈｕ．ｃｏｍ／ｓ２００５／０５ｈｕａｎｂａｏｆｅｎｇｂａｏ／，法学界对环保风暴
的评论，参见周珂等：《“环保风暴”与中国环境法治》，《华东政法学院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相关措施，除了加重环保相关处罚，也包括强化排污许可这一事中事后监管措施与作为事先预防机制的环评之衔
接。可参见《关于做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与排污许可制衔接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环评［２０１７］８号。

国发〔２００１〕３３号。
《精简审批事项规范中介服务实行企业投资项目网上并联核准制度工作方案》（国办发〔２０１４〕５９号）。



项，与该项目核准实行并联办理。与此保持一致，《环评法》在２０１６年的修改中，删除了环评文件
未经审批部门审查或审查后未予批准则不得给予项目开发许可的规定；２０１７年新环保条例亦作出
了相应修订，删除了原第９条规定的应 “在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报批环评文件的规定。
就法律效果而言，这一变动意味着通过环评审批不再是建设项目获得开发许可的前提，并且完

成环评的时间点只需要早于开工，而不必先于项目的开发许可。如前所述，在原来所谓的 “串联”
安排下，环评在程序上前置于项目许可，是否通过环评是项目许可机关在做出项目许可时应当考虑
的因素之一。改 “并联”后，项目许可机关依法不再需要考虑拟议项目是否做过环评。而建设单位
依法也不再需要向项目许可机关提交环评相关材料，所以，即使项目许可机关愿意，在程序上也不
再可能将环评文件中所包含的环保及其他因素纳入考虑。在这个意义上，此变动真正割裂了项目环
评程序与项目许可程序，违反了前述 “综合决策”的理念。
因为经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８年两次修正后的环评法仍然保留了环评未经审批部门审查或审查后未予

批准的则项目不得开工的规定①，上述 “串联改并联”的变动并未取消环评对建设项目本身的否决
效力。但是，串联改并联后，环评审批与项目许可在程序上的先后关联被剪断了，由此，环评否决
制，即 “未通过环评审批”即否决项目的效能，只能及于作为建设单位的企业而不再及于项目许可
机关。在这个意义上，这一变动实质性地削弱了我国环评否决制：在原来的规定下，项目许可机关
“违法”地在建设单位通过环评审批之前即给予其项目许可的情况时有发生②，可以想象，在改
“并联”后，这种不再 “违法”却同样让人无所适从的部门间不协调状况会更多出现；而且，“未批
先建”这一违反环评否决制的典型情形，在原来的 “串联”规定下必然同时也违反了项目许可规
定，由此处于项目许可机关和环保机关双重监督之下；但现在对于那些未经或未通过环评审批却已
获得项目许可并开始建设的项目，项目许可机关不再负有监督纠正之职责，环保机关执法的压力却
由此大大增加了。
值得特别注意的还有，将环评审批与项目许可的关系由先后 “串联”的关系调整成为同时进行

的 “并联”关系，还有可能在事实上被理解为弱化甚至否定了我国环评法此前一直坚持的、应当在
较早阶段即启动环评的要求，并由此掏空环评制度的核心价值和根本功能，即事先预防。因为较早
启动环评是环评制度 “保障预防功能实现的最为重要的措施”［８］（Ｐ２８－３２），是否在较早阶段即启动环评
被广泛认为是评估环评有效性的重要指标之一［９］（Ｐ３２４－３２８）。美国德国和我国台湾等的环评制度尽管
具体各有不同，但有一点相同的是：环评是开发决策的前置程序，未经过环评，不得进入开发许可
的决定程序［１０］（Ｐ７１－７３）。支持此顺序的逻辑是显而易见的：只有先进行环评，才有可能在较早阶段发
现可能的环境危害，而只有在较早阶段即发现可能的危害，才有可能实施 “事先的”预防。就此而
言，在环评这一特定领域，放松事先预防是一种危险的倾向。
考虑到上述变动已经体现在立法修订之中，环评法在短期内不太可能恢复原貌，有必要重申在

较早阶段即启动环评的要求，以尽可能限制此变动的负面影响。为此，可恢复２０１１年 《环境影响
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所明确规定的环评 “早期介入”原则③，明确即使环评审批与项目许可在程序
上不再 “串联”，环评亦应当尽早进行。

（二）取消环评审批？
受环评前置松动、环境影响登记表从审批变为备案④等动向的影响，近来亦时有取消环评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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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请看２０１８年１２月修正后的环评法第２２条（环评审批）、第２５条（环评的否决效力）。

有关事例介绍，参见潘家铮：《对“发展”与“保护”关系的再思考》，载《群言》２００５年第３期。

在２０１６年修订中，此原则被删除。

环评法２０１６年修订内容之一。此举在事实上大大缩小了环评审批的适用范围。



审批之议。如前所述，在我国现行法下，环评 “一票否决”的效力附着于环评审批决定，因此环评
审批的取消与否，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我国环评否决制的未来走向。
推究起来，若取消我国现行法上的环评审批，有两类可能的替代方案，以下分述之。
第一类可能的替代方案是，取消环保机关的环评审批权，转由项目许可机关来审批。这种方案

并非真的取消对环评文件的行政审批，只是将对环评文件的行政审批权和对项目的许可权集中到同
一机关而已，相应地，依据环评意见否决项目的权力也转由项目许可机关行使，环评否决的法效
———即未经环评审批或环评审批结论为不批准的，建设项目仍不得继续———仍可保留。
此类方案的代表性实例是日本环评法上的 “横断条款”，即要求项目许可机关须审查拟议项目

是否依环评法对环保加以适当考量，并且在拟议项目符合其他法律规定的许可标准的情况下，也可
以仅因环境影响评价结论而拒绝许可或给予附条件许可①。更切近的实例是我国海洋工程建设项目
环评审批制度：在２０１６年修订之前，我国 《海洋保护法》第４７条规定，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应 “在
可行性研究阶段，编报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并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备案，接受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监督”。２０１６年修订时，此条改为海洋工程建设项目 “在建设项目
开工前，编报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在批准海洋
环境影响报告书之前，必须征求海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军队环境保护部门的意见”。可见，

２０１６年修订延续了海洋工程项目环评由海洋行政机关而非环保机关审批的传统，并且进一步限制
和弱化了环保机关在此程序中的作用，使我国海洋工程项目的环评审批制度更接近日本的做法了。
此类方案将对环评的行政审批与对项目的开发许可合一，有减少行政手续提高行政效率的好

处。其明显缺陷是：这样做并不符合现代社会专业化分工趋势，无法利用环保部门在环保事务上的
专业优势。在海洋环境保护领域，海洋行政机关也许比一般环保机关在海洋环保事务上更专业，但
在环保的一般领域，情况并非如此。因此，海洋环境保护领域的二合一经验，应慎重推及其他领
域。而且，可能更重要的是，环评审查与项目许可在主管机关上二合一的安排，也将丧失前述由环
保部门分享决策权而可以起到的权力制衡作用。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仍然突出且环保价值仍
很难与经济发展需求相抗衡的当前，这是应当引起特别重视的考量因素。
第二类可能的替代方案，是彻底取消对建设单位环评文件的行政审批，使环评成为促使项目拟

议单位的自律机制或仅发挥信息交流功能。这种改变事实上取消了环评否决的强制力，因为这类方
案强调环评只是单纯向决策者提供 “仅供参考”的信息，是否否决项目则交由 “已知情的”建设单
位自主决定或项目许可机关裁量决定。
这样做的典范是美国和德国②。在美国，环评依成文法只是一种程序性而非实质性要求，即有

义务完成此程序的有意采取特定决策或行动的行政机关只需在决策前准备环境影响说明书或报告

书，法律并未规定开发决定必须以环评为依据，亦未明确开发决定作出应予环评何种考量，而是交
由作为项目拟议单位的行政机关裁量决定③。在德国，环评程序是拟议项目规划许可程序中的一
环，环评并不经由环保机关审议，而是直接交由主管机关在作出开发许可时予以 “考量”④。
在我国，如彻底取消对环评的行政审批，使环评成为项目拟议者，即建设单位的自律工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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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日本《环境影响评价法》（１９９７）第３３条。亦可参见原田尚彦：《环境法》，于敏译，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３５页。

相关介绍和比较，参见张英磊：《比较法视角下我国环评司法审查之发展》，《台大法学论丛》第４０卷第３期。

在美国，不少学者因这一安排依赖于行政机关自律而怀疑环评程序的实效，如Ｊｏｓｅｐｈ　Ｌ．Ｓａｘ，Ｔｈｅ（ｕｎｈａｐｐｙ）ｔｒｕｔｈ　ａ－
ｂｏｕｔ　ＮＥＰＡ．Ｏｋｌａ．Ｌ．Ｒｅｖ．２６（１９７３）：２３９。

德国《环境影响评估法》第１２条：为实现本法有实效之环境预防的目的，主管机关应依据现行法规，并以本法第１１
条所定之环境影响总说明为依据，判断开发活动的环境影响，并在开发案核准决定时考虑此等环境影响之评价。



处是显而易见的：可以减少行政对企业的干预，并由此减少了行政权力被滥用的可能。这样做也有
一定的理论支持：理论上，侵权法与管制有一定的相互替代作用，因为严厉的环境侵权责任等事后
追责机制可以产生有效威慑①，促使企业主动通过预防性的环评尽量减少对环境的不利影响，以避
免可能导致其亏损甚至破产的法律责任。但严厉的环境侵权责任以司法深度介入环保这一专业领域
为前提，而这一前提在我国目前亦并非现实。仅以对环评审批的司法审查情况来看，笔者曾研究过

１０７件环评行政诉讼案件［１１］（Ｐ３５－４４），其中有３７件被诉行政行为为环评审批。在这３７起案件中，有

１８起原告直接挑战了环评文件的实质内容，而在所有这些案件中，法官的普遍倾向都是回避对环
评文件实质内容实施审查：１１不予处理，７起诉诸既有标准或相关规定，无一深入环评文件所涉及
的技术问题，包括那些法院明确确认案情涉及 “科学不确定性”的案件。考虑到司法机关的制度能
力，我国司法机关对环评这一专业领域里技术性问题持高度克制不介入态度，是有合理性的②，这
种状况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不太可能发生重大改变。
在我国，如使环评仅发挥单纯信息交流功能，即环评仅以所提供的信息供开发决策者参考，而

不再起到门槛作用，同样取消了对环评的行政干预，因此有类似的好处。但弊端同样是很难保障环
评对相关决策具有实际影响③。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支持美国或德国式环评 “参考”制的论
说，或明或暗依赖于一项可疑的假定，即环境影响评价所提供的信息是客观中立的单纯科学事实，
因此，应当与充满政策考虑和价值权衡的政治和行政过程隔离开来，典型的如认为环保机关因为进
行环评审批而成为各利益相关方竞相争夺和攻击的对象，是 “公亲变事主”［１］。但是，在规制领域
不断有实证研究揭示，将决策中科学因素从政治因素中分离出来交给专业人士解决的想法过于理想
化，在实践中难以实现④。因此，在环评领域，此类主张尚需仔细推敲。

五、结　语

虽然在法理上，可以区分环评 “一票否决”效力和环评前置以及环评的行政审批，因此，否定
环评前置并不等于否定环评否决制，取消环评的行政审批也不等于取消环评否决制；但是，按我国

２００２年通过的环评法规定，环评的否决效力体现于前置于项目开发许可的环评审批结论之中，环
评否决与环评前置、环评的行政审批等机制有互相配合的关系，局部的改动难免有牵一发而动全身
的影响。而我国环评制度当前正处于剧烈变动之中，其中有一些变革，是以解决实务中所遭遇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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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但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相关损害所具有的时空延展、因果关系链条复杂且不确定等特性，严重限制了侵权法此
种一般威慑效果的发挥。而且，着眼于个案补偿正义的侵权法体系，并不适合完成需要“系统性”地权衡风险与收益的规制
任务。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Ｓｔｅｗａｒ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ｐｒｅ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ｒｔ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Ｌｉｍ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ｕａｌ－Ｔｒａｃｋ　ｓｙｓｔｅｍ，８８Ｇｅｏ．Ｌ．Ｊ．
２１６７，２０００，ｐ．２１７４．有关政府规制相对于侵权法的比较优势，还可参见杰里·马肖：《贪婪、混沌和治理———利用公共选择改
良公法》，宋功德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版，第１６８页。

“作为外行的法院若以自己的判断优先于拥有专家的行政机关的判断，则是非常不适当的，甚至是非常危险的。因
此，对专门技术性问题，应该尊重拥有有关方面专家的行政机关的判断，承认行政机关具有相当的裁量权”。杨建顺：《论行
政裁量与司法审查———兼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的理论根据》，《法商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美国对其环评“仅供参考”之实效的怀疑广泛存在。如 Ｈｅａｔｈｅｒ　Ｎ．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Ｌａｗ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ｉｎｅｔｉｅｓ：Ｃａ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ｘｉｃｏ　Ｌｅａｒｎ　ｆｒｏｍ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３２Ｕ．Ｒｉｃｈ．Ｌ．Ｒｅｖ．１６７５－１７０７（１９９８）；亦可
参见Ｄａｎｉｅｌ　Ａ．Ｆａｒｂｅｒ＆Ｒｏｇｅｒ　Ｗ．Ｆｉｎｄｌｅｙ：《环境法精要》（第８版），田其云等译，南开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４４４－４４５页。

相关研究很多，可参见Ｌｉｏｒａ　Ｓａｌｔｅｒ．Ｍａｎｄａｔｅ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Ｋｌｕｗｅｒ，１９８８；贾萨诺夫：《第五部门：当科学顾
问成为政策制定者》，陈光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实问题为导向的 （如针对 “红顶中介”问题而推动的 “脱钩”①）；但也有一些变革，更多是适应政
府职能转变和行政审批改革，即 “简政放权”，而采取的一般措施，如改串联为并联，并未充分考
虑到环评领域的特殊性。
归根结底，小政府大社会、简政放权等都是正确的理念，但正确的理念并不能取代对具体问题

的具体分析。本文对我国环评否决制的具体分析表明，仍有理由坚持而非削弱环评法所确立的环评
否决制。这不仅因为对环评否决相关规范要求及其具体运作的近距离观察，揭示我国现行法下环评
否决并未割裂环保与其他考虑因素，而赋予环评否决效力有着生态学上的科学依据，可以体现生态
阈限的要求；还因为在我国现阶段，企业逃避环保责任的动机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地方政府和经济
部门 “重发展轻环保”的冲动仍然强劲等现状下，与各有利弊的可能替代方案相比，我国环评否决
这一立法设计在保障环评实效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为此，有必要进一步明确环评否决的适用
条件，并有必要坚持环评前置以及环保机关对环评文件的行政审查等相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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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５年，环保部提出要通过“消除环评机构的环保部门背景”（即脱钩）彻底解决所谓“红顶中介”问题，并明确了最
后时限。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全国环保系统环评机构脱钩工作方案》（环发［２０１５］３７号）。


